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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区域政策、资金支持等空间治理方式不断推动地区间协调发展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统一货币制度，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大国空间治理的基础，它会促进地区间的生产率趋同，使得统一的汇率能够反映各地区生产率水平，以免欠发达地区面临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实际汇率高估的困境。统一货币区制度下的要素空间错配，是当下中国经济在人口、土地、财政等一系列领域里出现问题的底层逻辑。而当前要素空间错配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以及农业社会遗留下的本地化思维方式。因此，中国空间治理的关键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转变固有观念，充分发挥中央的协调保障作用，促进地区间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和“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面向未来，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要顺应人口流动的趋势，不断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充分发挥统一大市场的优势，最终实现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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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空间治理要服务于该国的发展，而大国由于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与社会环境存在明显差异，必须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协调地区间关系，并且发挥中央在不同地区发展中的差异化作用，这就为国家治理增添了空间的维度。大国空间治理，既包括转移支付、区域发展战略等专注于地区发展的政策方针，又包括功能区划分、统一大市场建设等统筹协调区域发展的举措。不同的空间治理手段有其特定的目标，但总的来看，大国空间治理的目标应该立足于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其中，长期和全局侧重于经济的增长，而多维则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友好等多个维度的发展。具体而言，长期的发展是指在时间维度上稳定、可持续的增长，不会过度依赖短期的要素投入，而是要通过不断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的发展是指在空间维度上的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各地区经济表现的加总，更重要的是通过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实现全国层面的规模效应。多维的发展则意味着要立足于以人为本，兼顾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环境友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陆铭，20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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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中转型的中国，起点是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这使得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中国空间治理的重要方向。受到传统体制影响的地方政府行为往往偏离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目标，因而需要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机制，价格可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而市场力量配置资源意味着商品和要素可以根据价格机制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动，从而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当然，在大国空间治理中，市场配置资源也存在缺点，比如存在跨界公共品的提供、跨界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这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的不足。反观现实，中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及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本地化思维方式，行政力量引导的资源配置带来的往往是短期、局部和单维的增长。虽然以过去为参照，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目标，中国仍需进一步转变空间治理模式，通过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大国空间治理的出发点是地区差异和统一货币。我们的研究一直努力呼吁要从统一货币区理论出发，探讨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意义，并在空间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理解地区间关系。但遗憾的是，区域经济、财政金融、土地、劳动力这些问题分属经济学不同的二级学科，大量研究往往囿于各自的领域，而缺乏跨领域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本文结合我们最新的研究和思考，进一步从理论上梳理与“大国空间治理”相关的经济学问题。具体来说，我们从统一货币区理论出发，讨论了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增长—补贴—债务”三角悖论，阐明了要素自由流动对于大国空间治理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制度改革的起点，讨论了制约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并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角色定位的角度，为进一步完善空间治理明确了改革方向。最后，我们从人口的空间布局大调整背景出发，讨论了中国城市体系的现状及未来趋势，并提出经济和人口不断向优势地区集聚就是一条“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道路。在此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中，中国要顺势而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大国空间治理的基础——统一货币区下的要素流动
在大国内部，地区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情况下，理解地区间关系、更好地促进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在统一的空间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分析，其中统一货币是这个框架最为基础的制度。在同一主权国家内部使用同一种货币，形成统一货币区，是国家统一的必然结果，但这一制度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被研究者严重忽视。事实上，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土地、财政等一系列问题，本质上都是因为当前要素的空间配置仍受到传统体制和观念障碍的影响，从而偏离了统一货币区的适用条件。可以说，从统一货币区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国空间治理逻辑，以及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对于国家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统一货币区的优势
现代社会中，货币的统一能够对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一方面，货币统一可以避免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货币转换的成本，同时消除汇率波动的影响，让商品价格变得更加稳定，进而显著增加国内地区之间的贸易规模（Rose，2000）；另一方面，货币的统一还可以降低国家内部的通货膨胀风险，同时也能通过消除汇率波动风险带来更低的金融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国内资本市场的整合（Silva和Tenreyro，2010）。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经济体量已经全球第二，并且有望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也能够更好地发挥统一货币区的优势。在国际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作为统一货币区的优势将随之扩大，从而在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商品定价等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二）统一货币区的适用条件
货币的统一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并非所有国家(地区)都能够完全发挥出统一货币区的优势。在理论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构成统一货币区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第一个条件是国家（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比较类似（Mundell，1961）。这是因为，当面临外部宏观冲击时，只有国家（地区）间的产业结构比较类似，在货币区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才能够对不同地区产生相同的影响，从而应对外部的宏观冲击。如果国家（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并不相似，此时统一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应对外部的宏观冲击，特别是对于遭受负向冲击的地区更是如此。最终，统一货币反而可能会带来经济衰退、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率升高等后果，使得货币统一的成本大于其收益。
在现实中，很多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都比较大，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天然地存在较大差异，地区间产业结构必然不可能完全相似。Mundell（1961）在理论上也指出，如果货币区内部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政治原因构成了统一货币区，这就需要国家内部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这是统一货币区的第二个适用条件。反之，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人均GDP均等化意义上的“空间均衡”难以实现，不同地区之间势必存在较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这在客观上会要求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汇率来适应其差异化的劳动生产率。而统一货币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相对欠发达地区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提升竞争力，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统一货币区内，欠发达地区不仅在国际贸易上失去竞争力，在国内地区之间的贸易中，统一货币也相当于地区间实行了“固定汇率”，欠发达地区一样会失去竞争力。
（三）中国统一货币区的现状及影响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依赖海洋贸易主导的制造业发展经济，沿海—内陆之间的发展条件差异相比于半封闭时期更大。但由于传统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口)难以充分流动，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严格说来，偏离了统一货币区的适用条件。[footnoteRef:1]总的来说，欠发达地区面临自然条件、制度因素等多方面的制约。第一，欠发达地区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原因，劳动生产率较低，竞争力较弱。第二，欠发达地区往往远离沿海大港口，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对经济有强大的拉动力，进一步拉开了沿海和内陆的自然条件差异，内陆地区的竞争力相对更弱。第三，由于人口没有充分地自由流动，欠发达地区仍然需要为大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第四，地方政府面临着为本地居民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激励和动力，需要加大发展经济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竞争力需要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1:  在这个视角下，中国的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仍然主要是沿海－内陆问题，而近年来在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南北问题，实际上在人均GDP差距这一维度上并不明显（陆铭等，2019）。] 


图1.欠发达地区提升竞争力的三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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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在国际和国内贸易中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劳动生产率、工资和汇率水平(见图1)。首先，在理论上，降低工资和货币贬值都能够提高一个地区的竞争力。然而，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工资调整面临最低工资制度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降低工资会扩大其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此外，在统一货币区下，欠发达地区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竞争力。近来的研究也发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货币区内的欠发达地区而言，如果实际汇率高估，又同时实施了较高的最低工资，那么当地的出口会受到严重不利影响（Li等，2021）。这意味着，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竞争力必然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GDP总量与人口的比值来度量劳动生产率，那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有做大GDP总量和人口流出两个选项。在做大GDP总量方面，受到地理、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往往在于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等产业，而这些产业的产出规模受制于自然资源总量，难以成为做大GDP总量的有效途径。而鼓励发展当地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增加当地的财政负担，使得其过度依赖转移支付和债务，因此提高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就是人口适度流出。随着人口流出，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会得到极大改善，而且会推动当地人均资源拥有量的提高，有利于农业等产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尚未流出居民的收入，进而缩小地区间的差距。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逐渐提高，欠发达地区汇率高估的程度及其影响也会逐渐下降。对于人口流入地而言，其规模经济效应会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益，进而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机制降低整体的政府负债率。当然，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内部，不同技能的人口间可能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这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差距。
由于欠发达地区在统一货币区内难以提升竞争力，劳动力流动不够充分，同时需要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又有很强的促进本地经济总量发展的激励，因此，当面临“收支不足”时，欠发达地区不得不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或自身的举债。换句话说，发达地区会面临增长动力不足、依赖转移支付、扩张政府债务这三者之间的权衡和组合，简称“增长—补贴—债务”的三角悖论。相应地，可以把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之后的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3年，这一阶段中国没有大规模实施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给沿海地区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明显扩大，其背后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相对不足。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到2008年，这一阶段中国经济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央的税收收入快速增长，财政盈余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欠发达地区获得了来自中央的大量财政转移支付，地区间人均GDP差距在2004年之后出现了拐点式下降。但是，大量财政转移支付被用于在地理条件欠佳地区进行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工业建设，这为之后出现的资源空间错配埋下了隐患，同时出现了欠发达地区严重依赖转移支付的局面。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双双出现下滑，中央转移支付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未能进一步增长。为了防止地区间差距扩大，伴随着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中央默许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量发行债务，发展地方经济。这一阶段虽然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继续缩小，但是地方政府债务持续上升，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出现了更高的负债率，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有所恶化(钟辉勇等，2022)。
在短期内，欠发达地区政府依靠转移支付或者债务来提供公共服务是有必要的，但在人口流动不畅和经济增长压力下，欠发达地区往往会投资于违背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基础设施，降低了资金利用效率，还可能产生债务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整个国家的财政负担。近来的研究用中国城市一级的数据，具体地研究了中国统一货币区内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结果发现，一个城市实际汇率高估的程度每上升1%，当地的人均地方政府城投债就上升0.184—0.256%，而且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欠发达地区（Gao等，2021）。此外，在欠发达地区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通过转移支付来缩小地区间差距，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转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负债越多，而且这一现象仅存在于中西部地区。研究显示，1元的转移支付会使中西部地区发行大约0.3元的城投债(钟辉勇和陆铭，2015)。中国欠发达地区政府债务更重的现象与欧元区内欠发达国家主权债务负担更重的经济学机制是类似的，进而可能由欠发达地区政府部门债务问题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由于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国金融机构的地方分支最终都在总部进行结算，因此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可能通过向上传递，最终导致全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钟辉勇和陆铭，2015)。
在不同地区天然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大国空间治理的基础，这是统一货币区的特性所决定的，当前中国面临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根源上是统一货币区下的空间要素错配。只要地理和规模经济这两个因素（或其一）对地区间经济增长潜力影响足够大，而劳动力又未能充分自由流动，在统一货币区内，欠发达地区又面临国内国际贸易实际汇率过高的局面，中央政府就一定会面临地区间发展差距、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转移支付之间的三角悖论，至少会面对三者之一。然而，在现实中，统一货币区视角下“增长—补贴—债务”的三角悖论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政府反而希望通过限制大城市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从而产生了人口—土地—资金空间错配、增长动能弱、投资回报低、债务难持续等问题。值得说明的是，在很多已有的有关人口、土地、财政的研究中，如果缺乏空间一般均衡的整体框架，仅仅针对特定问题和政策进行分析，即使方法严谨、论证完整，其提出的解决方案也难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甚至有可能事与愿违，加重扭曲。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限制地方政府发债、进行财政重整，或者打破刚性兑付、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都可能只是表面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同时带来地区间差距拉大、隐性负债增加或者加重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负担等新问题(钟辉勇等，2022)。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在统一货币区的框架下用空间一般均衡的思维分析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阻碍要素流动的传统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进行改革，才是大国空间治理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为统一货币区框架下的制度改革明确了总体方向。
三、大国空间治理的现实障碍——制度与观念
在地区差异和统一货币的背景下，推动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与合理集聚是大国治理的基础。然而，受制于制度改革的起点和农业社会传统下的本地化思维，中国仍然存在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从而出现行政引导资源配置偏离经济规律的现象，不利于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大国空间治理的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导地方政府在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中更好发挥作用，同时充分发挥中央的协调保障作用。在地区发展方面，大国空间治理要改革导致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的行政体制，促使地区间的关系由分割转变为分工，在协同发展中有效竞争。在宏观政策方面，大国空间治理应该引导地区间的资源配置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突出中央的协调机制和兜底保障作用，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提高“分蛋糕”过程中的公平和效率。
（一）大国空间治理应该立足于制度改革的起点
中央政府往往希望通过空间治理缩小地区差距，消除市场分割，充分发挥国家规模效应。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明显，这不利于社会公平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而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存在争议的是，什么样的空间治理手段更适合中国国情，而这一问题需要结合中国制度改革的起点进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及东北地区，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差距明显。与此同时，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的对外经济不发达，东南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不明显，且面临一定的国家安全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通过经济的均匀分布客观上缩小了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阔步走向开放。在以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进程中，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了重大调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扩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时的地区差距主要因为人口分布的调整滞后于经济布局的调整(陆铭等，2019)。然而，在传统的发展思维下，政府和社会各界把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理解为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加上人们忽视了集聚效应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意义，所以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引导资源流动到欠发达地区，从而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中央政府先后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落实了一系列引导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政策，并且在2004年之后形成了以建设用地倾向内陆地区为标志的政策拐点（陆铭、向宽虎，2014；陆铭，2017）。
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和半封闭经济状态下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促使人口和经济分布的重心偏北、偏内陆，同时也形成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按户籍人口配置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相关的改革在不断推进，但过去形成的制度体系对于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仍然存在。此外，在改革开放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体制传统也使得一些地方的市场力量较为薄弱。更重要的是，在封闭经济和人口流动不畅的情况下，推动经济活动的均匀分布成为协调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这也使得平均主义思维在区域发展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角色与制度体系，以及地区发展中的均衡思维，共同组成了中国制度改革的起点。忽视这一起点，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还会使得原本用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产生更多问题。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区域发展应该着眼于实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大国空间治理应该形成三项基本共识：经济的集聚发展是现代经济的规律使然；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口流动和要素集聚是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而在统一货币区的视角下，这三点共识的理论逻辑得以进一步强化，这是本文以及我们之前一系列的研究反复强调的。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具体政策和制度改革的研究较多，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很多讨论，但对于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时期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至今仍然束缚着人们的行为和政策的制定(李鹏飞，2021)。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规章制度和政策的转变往往是直接而迅速的，但在过去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与执行机制只能随着时间逐渐调整。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与执行机制的配合，规章制度的改变往往无法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结果（North，1990）。此外，在国家转型的早期，制度的变革可以释放一定的积极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观念上的转变则显得更加重要。当前，伴随着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人口的空间集聚，仍然有些非常流行但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观念。例如，集聚效应常常被称为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对欠发达地区、小城市和农村的“虹吸效应”，人口流入地仍然存在对外来人口的歧视观念[footnoteRef:2]等。如果不重视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那么不仅正式制度的改革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改革的不顺利还有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理由，使得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当然，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始终是缓慢的。在实践中，尊重客观发展规律，转变思想观念，不断深化正式制度改革，是空间治理的主要内容。 [2:   已有研究发现，在一些人口流入地，说方言的能力成为外来人口的身份识别机制，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Chen等，2014）。此外，街头的随机问卷和信息干预实验表明，简单地提供一些信息，说明外来人口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只能使外来人口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改善，不能改变本地户籍人口对外来人口的态度，甚至本地出生人口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出现了恶化（Lu等，2021）。这意味着，即使正式制度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被制度改革所破除，那些由文化和观念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长期仍然会阻碍统一货币区发挥作用，而这也需要改善大国的空间治理来解决。] 

（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
地方政府是大国空间治理的参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协调处理好地区间的关系更是大国空间治理的关键。对于大国而言，分权治理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在保持政治权力集中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地方在经济方面的权力，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自身的信息优势，结合当地条件进行发展，并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可以说，地方政府在地区发展、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调动经济资源、释放市场活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以财政分权为例，除了提高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相关研究，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激励。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权保护等，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Montinola等，1995）。此外，以经济增长业绩考核为重点的官员晋升制度对于调动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官员通过基建和税收等手段招商引资，以实现所制定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周黎安，2004，2007；Li等，201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认为，经济增长带来官员晋升的假说并不能得到足够稳健的数据支持（陶然等，2010；姚洋和张牧扬，2013；Weibe，2021），在理论逻辑和因果推断的意义上也存在很多质疑(林挺进，2010；Shih等，2012；杨其静和郑楠，2013；陆铭，2017)。即使观察到官员追求本地经济增长的行为，也只是在财政分权体制之下，地方政府要最大化本地税收（陶然和苏福兵，2021；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总的来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资本积累比较匮乏，经济发展中的规模效应还不那么重要，因此追求辖区内短期经济增长的模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官员晋升与分权机制下的地方增长，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受限于官员任期的短期增长，是更加关注本地辖区的局部增长，是以GDP为核心的单一维度增长，它与全社会所追求的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是不一致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和规模经济的效应变得日益重要，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带来的投资和债务驱动、市场分割、片面追求辖区内经济增长等负面影响就显现出来了（陆铭，2017，2022a）。
具体而言，在时间维度上，发展政策应该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但在当前行政体制下，主政官员的任期较短，这使得地方政府往往会更倾向于通过短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宏观投资上更倾向于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而挤占对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投入；在微观企业政策上更注重企业产能的扩张，而忽略技术研发。这种依赖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会降低经济动态效率，甚至会因为偏离比较优势的低回报投资而带来地方债务负担，不利于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
在空间维度上，地区间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行政体制的特点会使得地区间竞争偏离客观规律。招商引资时，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会压低土地价格，提供更多配套，给政府财政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在产业政策上，地方政府容易陷入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重地区间的产业同构(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赵婷和陈钊，2020)；在市场秩序上，地方政府则有可能会阻碍商品和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对本地企业进行地方保护，导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从程度上看，中国省界的市场分割效应仅略好于欧洲的国界（Zheng等，2022）。
在发展阶段上，将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初级目标是符合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但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对GDP过分关注而忽视其他目标。比如，长期以来，因为专注经济发展，对民众关注的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对收入差距的统筹力度不够，忽略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与此同时，值得强调的是，近些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但“一刀切”的举措有时会矫枉过正，为了环境保护而忽视经济增长也并不是一个最佳策略，如何在多维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并有效提高空间治理效能值得研究。
此外，在学术界，一些研究认为“官员晋升锦标赛”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所在，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是值得讨论的。上级政府以经济发展成绩考核官员，这在过去一段时间确实可能存在，但如果以此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则实属误解。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转变发展理念，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内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自身人口数量和质量优势，再加上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些是基于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腾飞的根本因素（陆铭，2022a）。地方政府的竞争，对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如果忽略上述的几个条件而单单强调政府间竞争的作用，则存在以偏概全之嫌。更重要的是，即使政府间竞争对于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在当前行政体制下，更多的也是短期、局部和单维的增长，这与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相符，更与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相符，与全体人民所追求的长期、全局、多维发展不相符。即便在发展的早期，规模经济效应还不强的时期，地方政府追求的短期、局部和单维的增长与国家整体的长期、全局、多维发展还比较兼容。然而，在经济高度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也是近来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统一大市场的原因。更进一步地讲，如果离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忽视中国转型时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对内不利于凝聚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共识，对外也不利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源于中国的可资借鉴的经验（陆铭，2022a）。
（三）转变发展理念，推动央地协同发展
中央政府是大国空间治理的另一重要角色，在地区发展中发挥谋划、统筹和主导作用。具体而言，中央政府的谋划作用在于中央根据各地发展的区位条件，推进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并严格规范各地的开发建设。统筹作用在于中央根据客观规律统筹全国的资源配置，尤其是行政范围内的资源，比如转移支付、建设用地指标等，使得资源的空间配置能够符合各地的发展需要和比较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在统筹资源配置时应该减少对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间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主导作用在于中央出于共同富裕的需要，必须要做好公共服务的保障和兜底工作，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团结。
在不同地区的主要规划中，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全局谋划，划定标准，不断细化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划分。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不同，但都有做大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动机，因此除了要在地方政府层面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央政府要从国家整体出发，对不同地区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从而约束明显违背本地区位条件的政府行为。目前国家已经逐步推出相关功能区规划，但其重要性和指导意义仍需引起更多重视。近期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已经提出将县城细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等进行分类规划，这对于不同县城找准定位、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可以说，功能区划分是中央政府依照客观经济发展趋势和区位条件对地方政府行为加强协调和指导的基础。
在生产要素（尤其是行政力量所管理的资源）的跨地区配置中，中央政府要依据客观经济规律来发挥统筹作用。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实施一系列区域平衡发展政策，希望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际操作上，中央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金融和信贷支持、建设用地指标倾斜等方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已经有很多研究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估。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在已有文献中，关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评估仍然存在一定争议，相对一致的结论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各项优惠政策使得西部地区的投资数额、经济总量得到明显提高，但经济效率的提高并不明显(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袁航和朱承亮，2018；Jia等，2020)。值得说明的是，已有研究侧重于对局部效应的分析，最新研究更是通过地理断点等方法考察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这些研究的识别较为清楚，但很少考虑投入产出效率，也没有运用一般均衡视角综合研究全国的资源配置情况。地区倾向性政策虽然可以缓解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一时之急，但从全局发展的视角来看，其长期效果受制于地理、资源条件和统一货币区的双重制约。事实上，通过资源倾斜的方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如果投资的数量和结构偏离了当地的比较优势，那么不仅收效甚微，还有可能给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和总体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比如，2003年之后，国家将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作为平衡地区发展的手段，从而在东部地区收紧了土地供应，导致这一地区房价快速上升（韩立彬和陆铭，2018），并进一步推动了工资上涨（陆铭等，2015）。同时，房价的快速上涨引导企业增加购买房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Han和Lu，2017）。而在中西部地区，“建设新城—土地抵押与再融资—新城扩大建设”的循环成为当地政府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导致中西部地方政府负担的债务更重（常晨和陆铭，2017）。面对地区间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央政府有必要通过区域政策引导资源的空间配置，但一定要从各地区的自身比较优势出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实现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
对于区域平衡发展政策的讨论，不能停留在要不要的层次上，而是要讨论怎么做的细节，即如何实施“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在统一货币区内，随着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一些地区难免会出现人口减少、经济活力下降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下降的（Li和Lu，2021），但仍有可能会使得一些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供给能力下降，这时中央政府要积极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对于人口持续流出的地区，一方面，公共服务可能难以做到规模化供给，中央政府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保障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建设学校、医院等方式，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农业、旅游业、手工业、资源型产业、边境贸易等，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存在不足，因此需要针对这些产业进行相应扶持，以保证当地民众的发展需要。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协调央地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分税制改革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地方财政收支是统一货币区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其本身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目前的实践中，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削弱地区间市场分割的作用(范子英和张军，2010)，也有证据表明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郑世林和应珊珊，2017；王丽艳和马光荣，2018)。面向未来，转移支付应该成为中央政府发挥保障兜底作用的最有力抓手，专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满足欠发达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需要，在分好蛋糕的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讨论到转移支付等地区倾向性的政策时，有必要对学术研究做一些方法论的讨论。在当前对于各项政策评估的研究中，因为追求识别方法的精确，往往看到的是局部的、平均的政策效应，容易导致对一般均衡效应考虑不足，甚至得到与事实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是值得深思的。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很多政策试点，这在经济学研究中被作为政策评估的重要样本，是有意义的。然而，在中国现实中，试点工作一定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点工作，因此试点政策的各种资源保障和政策配套往往是十分充足的，通过试点政策测算出来的政策效应，在推广过程中会因为重视程度下降、配套不足、一般均衡效应等大打折扣。具体研究的外延性有限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对特定政策的制定背景等进行充分讨论。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在很多行政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于这部分的研究，则要有全局思维，一城一地的获益可能是以全国整体效率的下降为代价的，这在相关政策评估中必须要考虑，尤其是在政策影响非常大的情况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对于开发区政策的研究，如果仅仅做局部平均效应的评估，只要在实行开发区政策的地区加大投入，很容易得到开发区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是，开发区政策是有条件的，远离沿海的地区恰恰缺乏开发区政策产生积极效应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使得那里的开发区政策无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Lu和Xiang，2016；Chen等，2019）。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当前的一些研究方法本身存在技术上的问题，我们想强调，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让现实让位于技术的。在具体分析中，要充分考虑政策背景、配套条件和地区间资源再配置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s）等情况，既要有经济学常识，又要对现实状况有着清楚的认识，唯有如此，才能让经济学研究落在实处。
从大国空间治理出发，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本质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大国应有的规模红利。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大国空间治理一方面要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市场一体化，不断深化地区分工；另一方面，大国空间治理也要积极应对要素自由流动后的结果，保障好要素流出地区的基本需要，在“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道路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实践层面，要进一步明确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目标。对于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要为政府支出责任划定基本标准，保证个人基本发展和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对于地区发展政策，要减少地区间的无谓竞争和重复建设，增强产业分工协作水平，提高全局的经济发展质量。与此同时，面对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应该根据各地发展情况，在政府考核中增加居民幸福感、环境保护等指标，营造多维并举的发展格局。在中长期，要强化对于来自基层的多元需求的回应性，且在劳动力流动中增强“用脚投票”对于地方政府的约束力。
四、大国空间治理的未来——人口空间布局的视角
在城市规模效应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人口等生产要素将更加自由地流动，中国经济和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必然会持续，这意味着一些地区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而另一些地区则会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人口外流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人口空间格局大调整的长期趋势关乎大国空间治理的未来，并涉及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人口空间布局调整的角度，讨论如何通过大国空间治理实现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城市体系的现状与齐夫法则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内的城市人口分布一般遵从齐夫法则（Zipf，1949），即一个国家第N大的城市人口，大约是首位城市人口数量的1/N。这一法则的含义在于，由于规模效应补偿了边际成本递增，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并不会比小城市慢。在城市规模分布的相关文献中，关于齐夫法则是否成立仍存在争论，但两类文献的主要不同在于样本选择和城市范围的定义。几乎所有支持齐夫法则的文献都采用了断尾数据（Kausi和Basu，2009；Arshad等，2018），而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证实，基于城市功能（而非行政边界）划分的城市范围定义会提高对齐夫法则的拟合程度。
在中国，齐夫法则存在部分失效的情形，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向经济中心特别是向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的集聚。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和国外研究中的城市定义存在差异。中国的城市是一个行政管辖范围的概念，而国外城市主要有两种定义:一是经济自治意义上存在的市，这样的市比较小，仅相当于中国的县（甚至镇）；二是在经济连片发展意义上的都市圈，其50公里半径范围之内，可能存在几个甚至几十个市。因此，当使用国际一般规律分析中国城市时，需要明确城市的范围。在已有文献中，关于中国城市规模的衡量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采用市区的非农业人口，二是采用城市常住人口，三是采用基于地理和经济特征界定的城市范围内的常住人口。其中，第三种定义与国际标准更为一致，也逐渐成为当前研究中的通用做法。Li和Lu（2021）用夜晚灯光连片发展来定义经济意义上的城市（都市圈），发现中国城市体系高度吻合齐夫法则，但排名前三十位的都市圈则偏小。
（二）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大调整
预测未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对于大国空间治理手段和方式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人口流动规模十分庞大。这种情况下，相关制度的调整可能导致人口流动的模式和趋势与过去相比发生明显变化，进而导致基于当前趋势预测未来人口分布的方法失效。事实上，经济活动始终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会减少人口流动的动力。这意味着，当各个地区的实际收入大致相等时，人口流动将趋于稳定，这时地区间的经济和人口分布将达到稳定状态（即空间均衡状态）。相对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是更加可测的。因此，可以先预测不同地方的经济规模，然后再通过对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分析来预测人口的分布。根据Li和Lu（2021）的研究，在空间均衡的人口分布状态下，未来中国的人口将进一步向沿海和中心城市周围集聚，但城市间人均GDP差距比当前更小，最终降到今天美国和日本城市间人均GDP差距的较低水平，这符合“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全球发展趋势。值得说明的是，2030年预测人口规模相对于2015年下降的城市绝大多数位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很多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当前已经出现下降趋势。虽然上述预测是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之前做的，但其对于人口流动方向的判断与第六、七次人口普查期间实际发生的人口流动方向高度一致（李杰伟等，2021）。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人口向沿海和中心城市周围集聚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而且，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出，在每一个城市群的外围地区均出现了人口收缩，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地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在一些人口负增长的城市，外围地区人口也仍然在向当地的中心城区集中，呈现出“集中式收缩”的态势（李杰伟等，2021）。为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的空间配置要进行相应调整，空间治理则要顺应人口集聚趋势不断进行调整完善。
（三）顺应人口空间布局调整的客观规律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在改革开放以后，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鼓励小城市发展的政策长期存在，对城市化和城市体系产生了限制，造成了效率损失，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Au和Henderson，2006；王小鲁，2010；Lu和Wan，2014）。事实上，经济活动和人口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集中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在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将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产生越来越强的引领作用。同时，在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集中在中心城市，并为其他中小城市的制造业赋能，而都市圈范围之内的中小城市因为接近中心城市，受到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大。由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是随着到核心城市的距离而衰减的，因此生产要素的集聚主要发生在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这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近年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在中国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但在具体实践中，关于人口空间布局调整仍然存在一些观念误区有待澄清。
第一，当前社会中仍然普遍担心存在大城市病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事实上，人口增长与城市拥堵和污染等城市病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强，城市的拥堵和污染问题主要与城市的产业结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有关（李杰伟和陆铭，2018；郑怡林和陆铭，2018；李杰伟和韩立彬，2020）。
第二，随着一些省份强省会战略的实施，社会上普遍担心出现“一城独大”的局面，从而对省内其他城市产生虹吸效应。事实上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并不是“城市”，而是下辖多个区县的都市圈。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心城市的“一城独大”是都市圈发展的常见模式，而其他城市可以通过人口和要素的流动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当前，在广东、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一些省域范围内，也已经出现了人口向省会和大城市集中，但不同城市间人均GDP差距下降的现象（陆铭，2022b）。
第三，随着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人口流动已经十分充分。事实上，中国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确实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特大、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仍然滞后，甚至在2014年一度出现加强控制人口的情况。从城市数量上看，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巨大进展，但从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上看，特大、超大城市才是流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这方面改革的滞后对于人口流动产生的阻碍作用仍然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财政激励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当前与户籍制度挂钩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严重的空间错配，这对于流动人口的阻碍作用不容忽视。破除人口流动障碍的体制机制改革绝不仅针对户籍制度，而是要对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既有行政体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适配。
第四，对于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城市群的发展不是每个城市发展的简单加总，城市群的核心逻辑在于城市间通过产业分工、互联互通等实现规模效应，在同一产业的产业链上下游实现空间集聚效应，这意味着城市间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协调至关重要。中国的体制一方面具备协调城市群发展的优势，尤其是当城市群内的城市都位于同一省份，省政府对省内城市间的协调作用更强。但另一方面，如果城市群和都市圈跨越了省级行政边界，则统一规划和配置资源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也会严重制约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
总的来说，虽然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经济增长极作用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但对于实践中的很多问题，目前的研究关注度仍十分不足，要不断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让市场力量成为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的主要方式，政府更好地发挥协调保障作用。
五、总结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种发展理念为新时代的大国空间治理模式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国发展的独特优势在于统一大市场下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大国空间治理则是大国发挥这一优势，实现长期、全局和多维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统一的货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大国空间治理的基础。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地区间的生产率会逐渐收敛，此时统一货币下的汇率水平才能够反映各地区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最终走向“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道路。现实中，中国制度改革的起点是经济和人口重心偏北、偏内陆的计划经济，且存在阻碍要素流动的传统体制和观念障碍。为了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共同富裕，大国空间治理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引导地方政府在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充分发挥中央的协调保障作用。为了保障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地区层面，要增强官员更替前后的政策一致性，通过协调机制减少市场分割，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完善政府考核体系，引导地区间的关系由分割与竞争转变为分工与合作。为了有效应对要素流动的结果，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中央政府的协调保障作用至关重要。中央政府要以主体功能区为依托推进地区分工，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以有效的转移支付为抓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面向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基于此，大国的空间治理要根据常住人口空间布局和对各地人口增长趋势的科学预测，以大城市改革为突破口，不断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将成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空间载体，以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紧密连接而形成的都市圈，将成为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增长极，承载更多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在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的另一面，缺乏发展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条件的地区，则需要更多承担粮食主产区和生态保护区的职能，并通过人口的适度流出，促进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提高当地人口的人均收入。相应地，国家应通过有效的转移支付帮助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优化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空间布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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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a Great Nation

Li Pengfei, Lu Ming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 crucial el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through spati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such as regional polici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In a great nation with interregional productivity gaps and a single currency,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especially labor) forms the basis for spatial governance, for it promotes the convergence of regional productivity so that a unified exchange rate can then reflect the productivity level of each region, avoiding the predicament wher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low labor productivity have to bear overvalued real exchange rates. Many problems that China faces now in administering population, land, and public finance, are rooted in the spatial mismatch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being in a unified currency area. Such spatial mismatch of factors is the result of the barriers to the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originating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local-biased mindset developed 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refore, the key to China’s spatial governance i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reshape the conventional ideas, fulfill the coordinating and supportive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t agglomeration and reasonable flow of factors among reg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through agglomeration and relative balance through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based on scientific predictions, we shoul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flow, keep reinforcing the economy and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central cities and city clusters,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goal of long-term, overall, and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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